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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霜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来一直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许多古老的学科在北大

得以改造更新，许多新的学科首先在北大创立发展。这在国学的领域内尤其明显。

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鲁迅的《中国

小说史略》是小说史的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是用新方法整理中

国哲学的尝试，这些书原来都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又如，

民谣的征集与整理以及由此兴起的民俗学的研究是从非大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考

古学研究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这种新的风气，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话:会通古今，熔铸中外。北大的学者大

多抱着关注现实的态度，研究古代的学问而不陷于故纸堆中，能够以今人的见识

审视古代的资料，得出新的见解。北大的学者大多具有世界的眼光，关注外国的学

问，努力与外国学者交流，将中国的学问放到世界学术文化的格局中进行考察，从

而开出一条条新路。所以北大的国学研究自有一种高超的眼界、博大的格局和旷

达的风度，这一切形成一种学问的气象，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百年来北大的精神魅

力。

    北大是一片学术的圣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

后起的学者又继续在这里辛勤的耕耘。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那么一百年来大约

有三代学者共同支撑起一座足以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称的宏伟的学术殿堂。我

们把一百年来北大国学研究的成果加以精选，编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翻

开这部书，读者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百年来整个国学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

今天的国学与以前相比，无论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当初章太炎撰《国学略说》，分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

“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所讲的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学术。现在和那

时候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也已经更加科学

化、系统化。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间，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

言文字发展规律为目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改观。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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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年间，也有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考古学的新成

果，则引起史学巨大的变化。凡此等等，都使国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

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今天的国学称之为“新国学”，而和以往

的国学区别开来。

    今后北大的国学研究应当更加注意学科的交叉，在多种学科的交汇点上，找

到新的研究课题，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建立新的研究领域。北大的学科齐全，实力

雄厚，只要组织得好就一定会出现更加优异的成果。还应当继续扩大对外的学术

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也从外国的学术文

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以充实自己。我相信通过广泛的交流，北大学者的素质会有

很大的提高，研究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来。

    值此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们谨将此书献给北大，献给中国和外国的同好。如

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我们将感到欣慰。

一九九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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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

    1998年5月4日即将迎来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相关系科同仁怀着激

动和喜悦的心情献上这本论文集作为我们对这一庄严节日的祝贺!

    北京大学可以说是“百日维新”的产物。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始和新学

的兴起。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亦和北京大学息息相关。

    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是十九世纪中叶首先诞生于欧洲的一门新学。

当它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传来中国之初，北京大学即于1922年在新成

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欲扫除旧金石学之弊端”，“用考古学的方

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的考

古学会(原名古物古迹调查会)一方面组织对古代遗址的调查、发掘;一方面大力呼吁保护文物

古迹，举办文物展览，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北大和兄弟院校许多著名教授学者如叶翰、李宗

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马衡、徐炳褪、陈垣、李煌该、顾孟余等都参加了北大考古学会的活

动，考古学会还特聘罗振玉、伯希和为通讯导师。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联络国内学术团体成

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艇任中方团长，中方团

员 10人，皆为北大师生，黄文弼代表考古学会在新疆连续工作三年，对罗布淖尔、吐鲁番和塔

里木盆地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获得重要收获。1929-1930年，考古学会联合北平研究院和

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河北易县燕下都考古团，由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为团长、北大傅振伦、

孟桂良等为团员，首次调查发掘了燕下都遗址。1934年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考古学研究

室主任由胡适兼任，组织了对北大文科研究所所藏全部金石拓片和居延汉简的整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南迁。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北大并没有中断考古学术

活动。1939年向达受聘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后，正式招收阎文儒为研究生。1944-1945年北大

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任考古组组长，夏a为副组长，

阎文儒为组员，在甘肃作了大量调查和发掘。

    1946年，抗战胜利，北大复员回京，向达任由考古学研究室更名的古器物整理室主任，聘

梁思永、裴文中为考古学导师，开始在史学系开设考古学课程。从1946年至1952年院系调整

前，北京大学与考古学有关的重大举措是成立博物馆和设立博物馆学专科。1947年北大成立

以校长胡适为首包括汤用彤、向达、裴文中、杨钟健、韩寿营、段宏章、丙逸夫、唐兰、杨振声、冯

兰洲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开始具体筹划。同年公布博物馆专科规程。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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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寿置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博物馆为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举办了一系列展览。1949年博物馆

专科正式招生，韩寿直任该科主任;《北京大学博物馆概要》出版，时任北京大学博物馆委员会

的委员有孙云铸、杨振声、王俊奎、汪振儒、向达、张景械、祝海如、韩寿首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本年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成立和从

1952年至1955年由北京大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四

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当时在考古专业和考古

训练班任教的教师是从各单位各地方汇集来的最优秀的学者，郑振铎、王冶秋、向达、裴文中、

梁思永、夏鼎、郭宝钧、苏秉琦、林耀华、陈永龄、沈家驹、陈梦家、唐兰、曾昭橘、杨钟健、张政娘、

王振铎、张衍、王逊、启功、莫宗江、徐邦达、韩寿营、傅振伦、阎文儒、伶柱臣、宿白、安志敏等都

参加了教学计划的讨论或是教学小组的成员。从1952年起，考古专业在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副

主任宿白的直接具体领导下，经过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组

建了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国家文物、考古、

博物馆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考古专业独立建系，标志着考古学科又有了新的发展。经过15年的努力，如今考

古学系已拥有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两个本科生专业以及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研究生专业，可以授

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同历史系一起还建有博士后流动站，是国家唯一重点学科。全系现有

教职员工67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9人、博士生导师8人，教学与研究范围涉及考古学、

博物馆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文物鉴定等十多个方面。据统计，自1952年至今各类毕业生已

达1700多人。研究成果突出，“七五”以来，考古系承担有部级以上科研项目51项，其中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19项。“九五”期间获得国家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两

项。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需要，根据国家对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人才的需求和学科自

身的发展，北京大学和国家文物局决定联合创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将迎

来一个更加辉煌夺目的新的开端。

    回顾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七十六年来走过的路程，我们为前辈学者做出的成绩感到高兴和

自豪，但也深知今后我们肩上任务之艰巨。我们选编这部《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考古卷》论

文集，一方面是想展示各时期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向社会、向母校汇报;一方面也是为

了鞭策我们，教育学生，向前辈学者学习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将北大考古

学人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创造新的成绩。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这部集子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不足，敬希批评指正。

1998年3月28日



汉 石 经概 述

马 衡

一 汉石经概述

    汉灵帝宏之立石经，《后汉书》叙述甚详，《灵帝纪》、《儒林传序》及蔡邑、卢植、张驯、吕强等

传皆有记载。其动机是:“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诸博士试甲乙科，争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学以合其私文者”。经蔡琶、李巡等奏求正定六经文

字，始有刻石太学之举。“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u自后争者用

息”。盖自东汉初至熹平间，已历百余年，博士传经，各以家法教授，受业者展转传写，年深月久，

流弊滋生。故为此“壹劳久逸”之计以挽救之。石经后记残碑中又有“巡欲凿石正书经字立于太

学”之语，此碑之巡，当即《宦者吕强传》之李巡，刻石太学为巡所主张，亦可与史传相参证。以其

凿石而成，故当时称之为石经;以其创始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故后世又称为《熹平石经》。

    范哗《后汉书》对此事叙述虽详，而有一极大错误，即《儒林传序》认石经“为古文、篆、隶三

体书法”，致启后世之纷争。幸哪道元《水经注》总述汉魏石经，谓汉石经在讲堂东侧，碑上刻蔡

琶等名，魏石经在堂西，是古、篆、隶三体。虽不言汉石经之为一体，但已将三体属魏，则一字者

自当属汉。范哪二人同时，范在南朝，未必亲见。哪为河南尹，是洛阳长吏，且所言光和六年(与

熹平四年相距八年，可能为刻成之年)及蔡W,刻名，当为碑文所载，非亲见不能作此语。其后宋

代出土残字，洪适又根据实物辨正其误。盖立于学官之十四博士，皆为今文学;今文者，即当时

通行之隶书，为挽救流弊而立石经，当然用今文，以符合博士教授之本，此天经地义也。

    关于所刻诸经之记载，自来有五经、六经、七经之不同。言五经者，为《后汉书·灵帝纪》、

《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吕强传》及《后汉纪》、《水经注》、《洛阳记》等;言六经者为《后汉

书》儒林《张驯传》及《蔡岂传》;言七经者为《隋书 ·经籍志》。尚有列举经目者如《西征记》、《洛

阳伽蓝记》举《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四部;((洛阳记》举《尚书》、《周易》、《公羊传》、

《礼记》、《论语》五经 ((隋书·经籍志》举《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

《春秋》一卷、《公羊传》九卷、《论语》一卷。以上所记，大抵皆根据原碑为说，惟《隋志》记卷数，乃

据“相承传拓”之本，故较详。宋时出土者有《诗》、《书》、《礼》、《公羊》、《论语》五经，近时所出者

于五经之外，又有《易》及《春秋》，其数与目悉与《隋志》相合。故知数五经者不数《公羊》、《论

语》二传，数六经者以《公羊传》合于《春秋》，数七经者举其全数，要之皆是也。

      六经之次序，自来亦有二说:一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一以《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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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诗》、《礼》、《乐》、《春秋》为序。前者是西汉以前之说，为今文家之次序;后者是刘欲《七

略》之说，为古文家之次序。自班固作《汉书》，采《七略》入《艺文志》，以《易》为六经之首，嗣后遂

为定式。汉石经皆今文，其排列之序宜从前者，惜书胭有间，不能确知，惟《后汉书·蔡岂传注》

引《洛阳记》，言其碑为四十六枚，并记诸经方位及其存毁之数曰:“西行《尚书》、《周易》、《公羊

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毁;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依此计其总

数确为四十六枚，惟诸经中失计《诗》与《春秋》。王国维《魏石经考》一根据诸经字数约略估计，

谓此二经当在西行二十八碑中，而南行之《礼记》实即《仪礼》。如此则西行碑为《诗》、《书》、

《易》、《春秋》及《公羊传》，南行为《礼》，东行为《论语》。于以知讲堂东侧罗列于北西南三面之

碑，当以西行各碑为首，其排列之法是各经自为起讫，每一经占若干碑，“骄罗相接”如堵墙，经

文自第一碑刻起讫于末一碑，又自末碑之阴直至第一碑之阴止。此二十八碑包括五种经文，则

为墙五堵，每堵以南北为表里，表面文西行，里则东行，《仪礼》文多，折而南行，十五碑自为堵

墙，以东西为表里 ((论语》三碑又在其南折而东行，以北南为表里。正以其为骄罗相接，故碑侧

之可见者惟堵墙两端，其余碑侧皆在隐蔽之处。今所见残字，有非经文者，大抵皆碑侧或碑跌中

隐蔽处为刻工所试刻者，此类残字，魏石经中最多，汉石经尚不多见。

    汉之太学在开阳门外谷水之南，今洛水北徙，谷水遂为所夺，故太学遗址在今洛水南岸碑

楼庄、朱家屹顺、大桥三村之间。1922年12月，乡人朱姓以取瓜萎根合药，掘出四、五尺，得巨

碑半截，即魏三字石经《尚书》、《无逸君爽》、《春秋》、嘻公文公残碑也。其后出土残石渐多，始发

见一字石经。盖初发见在西头，其后乃及于东头，所谓沟堂东西之方位亦相符也。闻最先西头

尚存有碑座十余呈露土中，排列甚为紧凑，犹可窥见骄罗相接之遗迹，惜为附近居民移去利用，

无一存在矣。

    石经既为“文字多谬，疑误后学”而立，则十四家博士所授之经本，势必一一从头厘正，故第

一步为正定文字，其中当包括校记工作，即每经任择一家经本刻石，而以他家异同列于校记;第

二步为书丹，其中包括事先之计算字数、行款及其碑数，事后之复校文字;第三步始为镌刻。参

与此役之人，据《后汉书.蔡a传》所载，有蔡w.、堂黔典、杨赐、马日绩、张驯、韩说、单m等七

人，此外卢植、杨彪见于《卢植传》，李巡见于《吕强传》。似此繁重之工作，岂此十人所能胜任。诸

经碑末及新出后记甲乙碑，于上述诸人外又载十余人，其中如光禄勋刘宽、尚书令边韶，《后书》

皆有传，并不言及参与刻经之事。知记载所遗漏及见于经碑而被湮没者又不知凡几矣。至诸人

如何分工，更无从究证，但诸经碑末及后记甲乙碑所载，尚可窥见一二，如《论语》为边所校定，

见于后记甲碑，而《论语》碑又有博士左立、郎中孙表、刻工陈兴等名浑公羊碑》有五官中郎将堂

m典，谏议大夫马日啸，赵喃、议郎刘弘、郎中张文、苏凌、傅祯等名，必皆整理《公羊传》者。惟

《蔡琶传》以书丹之事归功于琶一人，洪适已辟其谬。即令琶以善书名家，以一人之力而写四十

六碑两面之字，事实上恐不可能，况岂于光和元年，以诏对金商门祟德殿陈灾变事得罪徙朔方，

明年遇赦，亡命江海，居吴会者积二十年。参与石经之事不过三、四年，亦不能始终其事。兹将

参与此役之人之可考见者列成一表(见下页)。

    石经刻成后七年，至献帝协初平元年(公元 190年)，而董卓烧夷洛阳宫庙，迁都长安，太学

讲堂当被波及，石经亦略有残损。据《魏略》云:“从初平元年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

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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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字 籍 贯 职 官 出 处 备 注

蔡 琶

堂璐典

杨 赐

马日绒

张 驯

韩 说

单 甩

卢 植

杨 彪

李 巡

刘 宽

边 韶

赵 喃

刘 弘

张 夜

苏 陵

傅 祯

左 立

孙 表

张 炫

周 达

尹 弘

孙 进

傅 弥

陈 摊

陈 兴

伯嘈

伯并

伯献

翁叔

子哆

叔儒

武宜

子干

文先

文饶

孝先

子高

陈 留 困

颖川郡陵

弘农华阴

扶风茂陵

济阴定陶

会稽山阴

山阳湖陆

琢 琢

弘农华阴

汝南汝阳

弘农华阴

陈留浚仪

南阳安众

议 郎

五官 中郎将

光 禄 大 夫

谏 议 大 夫

议 郎

议 郎

太 史 令

议 郎

议 郎

宦 者

光 禄 勋

尚 书 令

谏 议 大 夫

议 郎 博 士

郎 中

郎 中

郎 中

博 士

郎 中

司空兼集曹椽

司 空 属

郎 中

太 子 舍 人

刻 工

《后汉书本传》，《仪礼碑》

《蔡琶传》，《公羊碑》，《后记甲

碑》

《蔡琶传》

《蔡R传》，《仪礼碑》，《公羊

碑》

《本传》，《蔡琶传》

《卢植传》，《蔡琶传》

《蔡琶传》

《本传》

《卢植传》

《吕强传》，《后记甲碑》

《后记甲碑》

《后记甲碑》，《后记乙碑》

《公羊碑》

《公羊碑》，《后记乙碑》

《公羊碑》

《公羊碑》，《后记乙碑》

《公羊碑》，《后记乙碑》

《论语碑》

《论语碑》

《后记甲碑》

《后记甲碑》

《后记甲碑》

《后记乙碑》

《后记乙碑》

《后记乙碑》

《论语碑》

《仪礼碑》见《后汉书》注引

《洛阳记》惟《仪礼》作《礼》

记

《仪礼碑》同上

《公羊碑》称议郎而《后记

乙碑》称博士或碑刻成时

已由议郎而为博士

上有属字或为太常属

《后汉书 ·盖勋传》有金城

太守陈璐中平元年为北地

羌胡所杀不知即其人否?

缺坏，备博士之员录，’(见《魏志 ·王肃传》注)。知魏初所修补，即经董卓之乱所残损者。但据今

所出残字验之，《鲁诗春秋》皆有补刻之字，其余诸经尚无发现。至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

为洛州刺史，废毁分用，大致颓落(见《魏书.冯熙传)))。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崔光议修补而

未果(见《魏书·崔光传》)。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自洛阳迁于邺都，至河阳，值岸崩，遂

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见《隋志)))。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尚存五十二枚(见《北

齐书·文宣帝纪)})。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由邺城迁洛阳(见《周书·宣帝纪》)，隋开皇六

年(公元 586年)，又自洛阳迁人长安(见《隋书·刘绰传}))。寻属隋乱，营造之司用为柱础。唐

贞观初(公元630年)，魏微始收录之，十不一存(见《隋志)})。如上所述，汉石经自刻成至完全毁

灭，不及四百五十年，中经一再迁徙，其残损之程度概可想见。然前人记载，尚多疑点:①迁邺时

是否包括魏石经也。据《隋志》，迁邺之年为武定四年，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同。杨著《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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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定五年，其时“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虚”。其所记石经，先叙“三种字

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其后又叙“复有

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最后叙“武定四年大将军

迁石经于邺”。玩其词句，三种字石经之犹有十八碑，似属亲见，其他皆得自传闻。证以今日尚

有半截大碑出现，则当日迁邺者或只有汉石经而不包括魏石经也。②《北齐书》所记之尚存五十

二枚之不可信也。汉魏石经碑之总数不过七十四枚，冯熙、常伯夫废毁分用之后，已非原有之

数，又经岸崩没水，得至邺者不盈太半，焉得尚有五十二枚之多?况魏石迁邺与否尚是问题耶?

③迁入长安之可疑也。《隋志》叙其迁徙之迹，谓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人长安，置于秘书内省，

议欲补辑，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今据《周书 ·宣帝纪》及《隋书 ·刘悼传》，是大象元年

由邺迁洛，开皇六年又由洛迁长安，中间相距七年为石经留洛之岁月。宋时及近代两次出土，皆

在洛阳，且仍不离太学故址。言长安出土者有《公羊》碑一段，宋姚宽《西溪从语》及方勺《泊宅

编》皆明言在长安。方勺并言其上有马日绩等名号，是即《隶释》著录之《公羊碑》无疑。此编著

录之《公羊传》，一面为禧公十至十六年，一面为成公八至十五年，相传其石亦出自长安，据收藏

拓本者言:“石出西安，今不知所在，此为仅存之拓本。”其言是否有据则不可知。岂迁人长安之

石经只《公羊》一经，其他皆为营造之司所毁耶?

    此外，尚有一事可述者，即碑之行款方式是也。自唐以后，刻经者皆以碑为起讫，不以经为

起讫。所谓以碑为起讫者，即每碑分表里，每面分若干列，每列分若干行，刻完表面，转人里面，

以次及于第二碑。所以采取此种方式者，以隋唐时已知拓墨之法，以拓本截成若干列，即可装为

卷子。汉时不知拓墨，只能如一般碑版之一行直下，且纵横亦无界格。学者除观视及摹写外，别

无取得碑文之法。此因时代所限制也。《隋志》所谓相承传拓之本，系以卷计，七经共得三十三

卷，岂亦如后世之开条剪装耶?在今日已无从推知矣。

二 汉石经说明

    (一)《鲁诗》

    石经《鲁诗》碑之篇题，发见残石中有“国第六”一石，在((卫风》末篇((木瓜))之后，当为“王国

第六”四字。从《卫风》尾题“卫淇噢”一石及《王国》篇题之右“四章二百”等字排比之，“王国”上

尚空三字，若依《书·酒浩》、《礼 ·乡饮酒》、《论语 ·公冶长》等篇题皆顶格写之例，则其上应尚

胭三字，或为大小题并书作“《诗 ·国风 ·王国》第六”。若是则全经之篇题当为“《诗·国风 ·周

南》第一”至‘，((诗 ·国风 ·幽国》第十五”;‘，((诗 ·小雅 ·鹿鸣》之什第十六”至“《诗 ·小雅·鱼

藻》之什第廿二”;“《诗 ·大雅·文王》之什第廿三”至‘，((诗·大雅》口之什第廿五，’j“《诗·周颂

·清庙》之什第廿六”至“《诗·周颂·阂予小子》之什第廿八”;“《诗·鲁颂》第廿九”;“《诗·商

颂》第册，’j至每篇后题则记其篇名、章数及每章若干句，悉与今本《毛诗》同。惟每章之末空一

格，旁注“其一”“其二”字，虽篇仅一章者亦必注“其一”字，此则《毛诗》所无。宋时发现残石当亦

有之，而宋人著录又复绿漏，赖今出残石知之耳。篇后题之后接书次篇，其间空格加点以别之。

国风每风之后，雅、颂每什之后，必有尾题，今所发现者有《卫风》、《郑风》、《曹风》及《大雅 ·生

民》之什与《鲁颂》等。《卫风》尾题存“卫淇噢”及“四章二百”等字，其文当作“《卫淇噢》十篇拼四

章二百四句”;《郑风》存“衣廿一”及“十三章二”等字，其文当作“《郑细衣》廿一篇五十三章二百

八十三句”;《曹风》存“曹蚌”二字，当记《蚌蟒》以下四篇之章句依《卫》、《郑》之例;《大雅》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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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为三十一篇，其分什则《文王》之什、《生民》之什各十篇，《荡》之什十一篇，今出石经，篇

次与《毛》异者甚多，《板》、《荡》二篇相接，其中当无《荡》之什;而《桑柔》、《瞻印》、《假药》之后出

一“生”字，当记《生民》之什之篇章句也;《鲁颂》后有“四篇廿三”等字，其文当作“《鲁颂 ·细》四

篇廿三章二百四十三句”。以上所述，惟全经篇题出自推断，尚待证实，其余皆可肯定者也。

    东汉五经博士十有四人，《诗》之立于学官者，有齐、鲁、韩三家。宋初发见石经碑后有校记，

其间有齐韩字，盖叙二家异同之说，犹《公羊碑》所云颜氏，《论语碑》所云盗毛包周之比。洪适以

《隋志》有石经《鲁诗》六卷，谓此碑既论齐韩于后，则知《隋志》为然也。

    《鲁诗》每行七十二字，自《小雅·采寂》以下转入碑阴，每行为七十字。

    《鲁诗》校记独多，知三家章句之异同亦复不少。今三字诗皆亡，惟有《毛诗》，以《毛诗》校石

经，不特篇次有异，即章次亦有不同。篇次之异者，《郑风》则《羔裘》、《遵大路》、《有女同车》相

次;《小雅》则《车攻》、《吉日》、《白驹》相次，《大田》、《瞻彼洛矣》、《湛露》相次，《裳裳者华》、《寥

萧》相次，《彤弓》、《宾之初筵》相次，《大雅》则《早麓》、《灵台》、《思齐》相次，《生民》、《既醉》,((尧

驮 》、《民劳》相次，《韩奕》、《公刘》相次，《桑柔》, (( 印》、《假乐》相次。《大雅》无《荡》之什，《假

乐》后即接《生民》之什尾题。章次之异者，((19风 ·式微》，泥中在中路之前 ((秦风·黄鸟》，仲行

在针虎之后;《小雅 ·都人士》无首章。此皆依据残石之考证而已知者，其不知者更不知凡几矣。

    (二)《尚书》

    《书》之立于学官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新出残石于《秦誓》之后有书序七行，存《尧

典》、《汤誓》、《西伯截饥》、《鸿范》、《召浩》、《君爽》、《甫刑》等序残字。亡友钱玄同氏以《汉书 ·

艺文志叙》今文《尚书》之卷数，大小夏侯二家经及章句皆二十九卷(伏生本二十八篇加后得之

《泰誓》一篇)，《解》故二十九篇;而欧阳则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卷数独多。又据《隶释》所

录及今出《般庚》残字上中下三篇之间空一格，以为《般庚》确分三篇，则总数为三十一篇。益以

此序则得三十二篇。书序不作训，故章句为三十一卷，经为三十二卷。据此以证汉石经((尚书》

之为《欧阳》本。又引陈寿棋之《今文有序》十七证中之第十三证(原文引《后汉书 ·杨震传》震孙

彪引《般庚》序事)，以为东汉习欧阳《尚书》者引书序，不但可证欧阳本有序，更可证有序之汉石

经《尚书》之为欧阳本。其说诚不可易。

    《尚书》每行为七十三字。其篇题之发见者有“《酒浩》第十六”一石，顶格书，其下当有“《周

书》”字，盖诸经篇题，多为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若“《尧典》第一”，应书在上，而“《虞夏书》”应书

在下也。《般庚》仍作一篇，而于中下篇不提行，仅空一格加点，如他经之分章然，以示三篇之区

分;篇题虽不可见，当为“《般庚》第六”，下书“《商书》”，此可推知者也。

    (三)《周易》

    《易》之立于学官者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今所见杂卦残石，其后有“《易经》梁”三字，当指
刻石用梁丘本也。又有校记二石:其一校《大畜》等卦，两见孟、施、京氏字;其一校《欲》、《震》等

卦，有“孟京氏”及“施氏”字。明所校者为孟、施、京三家之本也。余囊草《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

之一斑》一文时，此等残石尚未发见，仅据《下经》及《下系》、《文言》、《说卦》之遗文，中有合于京

氏者，遂定汉石经《易》用京氏本，可谓轻率武断。

    ((汉书·艺文志》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日:“《上下经))及((十翼》，

故十二篇”。今所出残石，有((上下经))，有((上象》，有《系辞》下，有《文言》，有((说卦》，有((序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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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杂卦》。十二篇目已具其八，颜说是也。惟篇题尚未发见，当为《上经》第一，《下经》第二，《上

象》第三，《下象》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上系》第七，《下系》第八，《文言》第九，《说卦》

第十，((序卦》第十一，《杂卦》第十二。其大题当为“《易经》”二字，以有尾题可证也。

    其行款为每行七十三字。《上下经》于每卦之首画卦象，占一字之地位，不空格。《十翼》中

分章处空格加点，其分章亦不尽同今本。《说卦》传末说《乾》至《兑》八卦，其次第惟一、二、三、八

章是今本次第，其四、五、六、七章则前后移易，与今本不同。

    (四)《春秋》

    《春秋》之立于学官者，只《公羊》一家，其刻石之经文当即《公羊》家传习之本，既不似他经

之有诸家异同，即无所用其校记。新出残石，独无《春秋》校记者，职是故耳。

    《汉书·艺文志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云《公羊》、《谷梁》二家。是古文经十二

篇，今文经十一卷。今石经以阂公系于庄公下，不出“阂公”字，弟于元年上空格加点，亦不提行。

是石经确为十一篇也。残石中有一“隐”字，较他经为大，为碑之首行首字，是必《春秋》u((隐公》

第一”之篇题。其下当为大题“《春秋》”二字。

    石经《春秋》每行七十字，故字较他经为大，行款亦较疏朗。

    今之三传皆附经以行，而三家之经各有异同，尤以《公羊》经之异文衍文独多。以新出石经

校之，除邪称邻娄外，其他异文衍文，有不尽同于今本者。如嘻十年晋里克杀其君卓子，《左》、

《谷》二家皆无子字，今残石正作卓，同于二家;成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今残石无之

字，同于二家;昭十一年春王正月今残石作二月，同于二家;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辄，《公》、

《谷》皆同，独《左氏》辄作萦，今出残石正作萦，同于古文经。除此以外，尚有未见残石由其他旁

证可以纠正其误者，如文七年晋先昧以师奔秦，《左》、《谷》无以师二字;又八年公子遂会伊雏戎

盟于暴，《左》、《谷》无伊字;襄五年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营子、邹娄子、滕子、薛伯、

齐世子光救陈，《左氏》无营子邻娄子、滕子、薛伯九字;今以石经行款推比，以上经文，可确信其

同于《左氏》或《左》、《谷》二家者也。又今本襄二十五年冬郑公孙a率师伐陈，《左》、《谷》二家并

作公孙夏，按《左氏》襄十九年《传》云:“于四月丁未郑公孙p卒，赴于晋大夫范宣子言于晋侯以

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晋侯请于王，王追赐之大路使以行礼也。;p既卒于襄十九年故《左》、《谷》

二家书伐陈者为公孙夏，今二十五年残石未出，不能证明伐陈者之夏为嚼，而襄二十九年残石

尚有公孙a之纪载。考其文为仲孙褐会晋荀盈等城祀之役，今本三传之经文并作公孙段，而石

经独作公孙a。是时距天子赐以大路，已隔十年，能谓诸儒正定五经必无蚌误耶。

    (五)《公羊传》

    《春秋》之立于学官者，虽只《公羊》一家，而((公羊》、((春秋》有严、颜之学，皆立于学官。二家

之本当有异同，《隶释》所录《公羊》传残字，后有颜氏有无语，是石经以严氏本刻石，而兼存颜氏

异文于校记。

    《汉志 ·公羊传》十一卷，是传与经同，阂公亦附庄公之后矣。其行款每行七十三字，自文公

十四年转人碑阴，则为七十字。其篇题当如经文之“《隐公》第一”至“《哀公》第十一”，其下当有

大题“《春秋公羊传》”。每年之首，先书某年，接书传文，有年无传者则胭之。分年处空格加点，

分事处加点而不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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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仪字l, ;

    《礼》之立于学官者有大小戴二家。今出残石中有《乡饮酒》残石，前有篇题曰“《乡饮酒》第

十”，与今本篇次在第四者不同。盖《乡饮酒》第十为大戴之篇次，据贾公彦疏云:“刘向《别录》即

此十七篇之次是也。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即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

七，《少牢》为第八，《有司撤》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

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观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石经之刻，盖以大戴本为主，

而以小戴校之。今发现校记不多，虽有“戴言”字，而上下皆圈，无从依据。此经当亦小题在上，

大题在下，其大题当云“《礼》”或“《礼经》”，犹《易》之称“《易经》”也。

    《礼》每行七十三字，篇内分章处加点而不空格。今所见残石之加点者，其分章与今本迥不

相同，且《乡饮酒》之文有较今本相差二百字者，或亦章次有异同之故钦。

    (七)《论语》

    《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立博士。《汉书 ·艺文志》言《论语》有《齐》、《鲁》、《古》三家，《古

论》二十一篇，《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洪氏《隶释》所录《论语》篇未有“凡二十篇万五

千七百一口字”之纪数，是《鲁论》之篇数也;今出《尧日》篇残石，“谓之有司”下即接“凡二”二

字，其下当是章字。陆德明《释文》于《尧曰》篇书“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注》云:“《鲁

论))无此章，今从古。”是《尧曰》篇之二章，亦《鲁论》之章数也。然校记中未见“《齐》、《古》”字，而

有“盒毛包周”字。《释文》序录言“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

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字子长，吴人，大鸿

肪)周氏(不详何人)垃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

焉”。盗毛今无可考。校记中有一石，盎毛上有一从弓之字，罗振玉氏谓即张禹之张，是校记中

又添一家矣。以是知后汉博士之所授，石经之所刻，确为《鲁论》也。

    石经《论语》每行约七十四字，以今本校之，异文特多，字数时有盈细。篇题发见《公冶长》、

《子张》二篇，皆顶格书，其下当有大题，’((论语》”字。每篇分章处空格加点。每篇之末记其章数

曰“凡若干章”。最后记其全经之篇数及字之总数，如《隶释》所录者是也。

(本文原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10期)

    马衡(1881年6月一1955年3月) 男，字叔平，浙江勤县人。20年代初南洋公

学肄业。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担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

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金石学，开设古物陈列室，1923年5月创建北京大学古迹

古物调查会(后更名“考古学会”)，任调查会主席。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毕生致

力于中国金石学研究。主要学术论著有:《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1923年第1

卷第1期)、《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

197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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